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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并勉励千千万万的党

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什么样的初心，让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且以青年人为主的

组织成为时代的指引者，不断壮大并在转折的关键时期最终走向胜利？重温初心，守住

初心，坚定革命前辈与先烈为之奋斗、不畏牺牲的信念和信仰，是本期策划的初衷。

初心不忘
陈建新

图为毛泽东同志带领

6名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

式的叶家祠阁楼

编者按

信仰的选择

辟一条光明的路

1919年冬天，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名叫陈望
道的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从寒
冬到次年早春，他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翻译了《共产党宣
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
出版，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迅即售罄，随后多处翻印，广
为流传。正是这本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同样在1920年，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师傅是
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
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问他：“你留学
回来准备做什么？”李立三回答：“我要干共产！”李镜蓉不知
道，此时的李立三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听了儿
子的回答，父亲立刻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自己找死！
人家督军那么多兵、那么多枪，就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
年也搞不成！”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
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
命，革命一定成功！”后来，李立三成了中共工人运动的杰
出领导人。

与此同时，在广东海丰县，一个叫彭湃的青年，穿着从
长工那里借来的破旧短褂，怀抱着德国产最新式留声机，给
农民兄弟宣传他的信仰。这个出生在拥有1500多名佃户
的大地主家庭里的富家子弟，却宣称“我即贫民”“我即制度
的叛逆者”，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1917年，21岁的彭湃带着祖父“谋官爵、耀门楣”的厚
望出国留学，然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彭湃读
到了《共产党宣言》，激动不已的他，感觉自己触摸到了救中
国的真正良方。

1921年，彭湃学成回国。和其他留学生拿了张毕业文
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不同的是，他心里装的是沉甸甸
的信仰和理想。彭湃用一种最直接、最直达肺腑的方式，
去冲破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把自己分得的
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
家里，当面将一箱子田契、铺约一张张烧毁，并宣布“日后
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
农民运动大王”。

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
们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
仰公平和正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
恶。毛泽东、周恩来、向警予、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是富裕
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据说，瑞金早期的党员“百分之
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
人”。有人对中共早期146位女党员做了分析，其中出身于
中上阶层家庭者就有84人。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
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922年入党的陈碧兰，父亲为前清秀
才，曾任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监及教授；向警予的父亲是长沙
县有名的鼎盛场管事，后来任商会会长。
这些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受过良好的教育，

毕业后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职业，过上生活无忧的日
子。他们为何甘冒风险加入这个主张“要替穷人翻身”的共
产党呢？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追求和
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行心
中的理想。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座右铭说，就是“总
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大浪淘沙

入党先要不怕死

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年代的人而言，多是严格的组
织程序和庄重的宣誓仪式，而在战争年代，入党还直接关乎生
命。据有关资料，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

1927年10月，在湖南酃县（今湖南炎陵）水口街叶家祠

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牺牲个
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共产党人的队伍经历
了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的动摇与叛变。据陈独秀的报告，
到1927年4月，全国共产党员达到57967人。第一次大革
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锐减到
万余人，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经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从
1927年至1937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
数，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
50人，包括彭湃、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
年，以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他们牺牲前，或受
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让
他们背叛中国共产党，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
己的信仰，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
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组织失去联
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
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因革命被捕，在俄国可以
流放，如列宁曾被流放2次，布哈林曾被流放3次，托洛茨基
曾被流放2次，斯大林曾被流放6次，然而在中国，因革命被
捕则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杀戮没有让中国共产党人屈
服，更多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诠释了
他们的信仰。比如，时任全国农协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
委的夏明翰牺牲前写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比如，
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临刑前在监狱里写下《绝笔
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困境是一枚试金石，虽然有人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
了背叛，但是真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却在党最困
难的时候选择了加入。“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救亡曾
断指，入党在危时”，这是董必武悼念徐特立时写的一首
诗。1927年4月，就在这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对于这段历史，李维汉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
失败，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时，我已交卸湖南省委书
记职务，但由于去武汉铁路不通，只得滞留长沙。其时，我
得到黎尚瑾掩护，住在离长沙城20多里的黎托，隐蔽在她
家里，适逢徐老也逃出长沙住在她家。”李维汉在湖南第一
师范读书时，是徐特立的学生，后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又
有同学之谊。因此，李维汉说：“我们师生在危难时刻相逢，
特别高兴。黎家是个大地主，在他们的堂屋里当地的一些
土豪劣绅相聚，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杀绝。他们杀气
腾腾的恶毒语言，不时传到我们住的房子里。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我还问徐老愿不愿参加
共产党？徐老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反动行径非
常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他在中国共产党遭到困难，
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实在高兴得很，
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7月间，徐特立在汉口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位年过半百的知名教育家，在敌人狂妄叫嚣“宁可错杀一
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危险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给
了在革命低潮中彷徨的人们莫大的鼓舞。
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义无

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身居高位
的贺龙。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
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
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
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

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
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
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
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
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南昌起义负责

人之一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
动，希望你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
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7月28日，贺龙见到
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

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
就怎么干。”

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朱德的
执着找党一样，据说贺龙曾几十次（有说70次）找党。为什
么作出这种选择？贺龙说，首先，“我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
能救中国”，其次，“北伐期间，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
我的部队，我们朝夕相处，看了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
使我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人民大众利益的。所
以，我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我拉队伍，干革命，就是想
为老百姓谋利益。因此，在我的部队中，谁要想搞钱，升官
发财，包括我的亲戚，我就让他走”。

此外，在白色恐怖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还有叶剑英、彭德怀等人，他们都是为信仰和心中的理
想而战。

苦难辉煌

长征中的担当与牺牲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主力
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
移。1934年开始的长征，是党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转折，
也是中国共产党继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受的
第二次严峻考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据统计，红军长征行程25000
里，渡过24条河流，爬过18座大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共
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
百个团。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共
产党员做到了“两前两后”，即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行军中，
负荷最大的也是共产党员；少粮时，把食物送到群众面前的
还是共产党员；缺药时，把药品让给其他伤员的仍是共产党
员。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在长征中，各党支部对党员的模范作用都有具体要求
和具体的检查指导。在组织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时，还适应
长征的需要，采取边行军边进行的方法，有时甚至是边战斗
边进行。时任团政委的杨成武曾回忆：“在行军纵队中，忽
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
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
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
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
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
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
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
简直是在滚进。”

在后人熟知的飞夺泸定桥战役中，参加突击队的共22
名红军战士，均为共产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冲过泸定桥，
幸存下来18人。对幸存的18名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
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
双筷子，这是那个时候，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长征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多达
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等红军长征的队伍到达西北
黄土高原时，一年前离开江西的战士仅十中存一。红一方
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6000余人，到达陕北后有7000余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4000余人，到达陕北后剩11000
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0000余人，到达陕北后
剩37000余人，西路军远征失败后余14000余人。
其间，除了少数叛变革命外，无论是党的负责人还是红

军将领，都是不畏牺牲的。无论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
伯坚的《带镣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还是战场上牺牲
的何叔衡、贺昌、邓萍、寻淮洲等35名师以上指挥员，都是
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信仰的丰碑。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
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0000余人锐减至
30000余人。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三十四师从8000余
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
务，但红三十四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最终，在数十
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三十四师全师尽没，师长陈树湘
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俘。国民党士兵抬着受伤被俘的
陈树湘去邀功请赏，途中，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伤口伸
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这个
1925年入党，在长沙就与毛泽东结识的湖南人实践了他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时年29岁。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等
人在程家湾被俘。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
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志敏、刘畴西“归
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
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蒋介石命顾祝同一定要
设法争取过来。在黄埔时，顾祝同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
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说不动，又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

学，让他们帮助做工
作。于是从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
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
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
就来了3次，但方志敏、刘畴西二人丝毫不为所动。1935年
8月，方志敏、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英
勇就义。

晚年的张学良也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
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
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
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
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
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
的主义。
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何总能排除万难

走向辉煌？长征缘何走向胜利？是仅仅因为一些领袖式的
人物吗？笔者想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不怕万难的革命精神、代表劳苦大众的方向宗旨、敢于牺牲
的凌云壮志。

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
议。仅从1934年年底到1935年年底，有记载且较为重要的
会议就多达24个。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
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
国革命，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永葆本色

凭什么走向辉煌

革命时期的延安，曾经是无数革命热血青年向往的
地方。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西
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前往延安的就达2288人。从1934年
到1945年，共有约80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
持团结、反对分裂，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模范行动，支撑起
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
锋。”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回忆说：“我被
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
嗅到这种气息。”

精神在延续，“气息”在传承。在“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年代，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
等英雄，为共产党人的信仰绘就了底色；在“激情燃烧的
岁月”，雷锋、孟泰、王进喜、时传祥、李改云、欧阳海、焦裕
禄等无数典型，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高地；在与
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杨善洲、孔繁森、郑培民、任长
霞等党员干部，为共产党人永葆先进、纯洁和公仆本色做
了标杆和榜样……

1959年，48岁的科学家钱学森因为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而“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
党的时候，已近古稀之年，但他却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
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
就申请入党，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
这样的心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
名。”1982年9月，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以90岁高龄正
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年龄最长的新党员，他激动地
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
了“文革”以来的错误思想，真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践再次证明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的优越
性，确保了党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克服自身的不足，并
最终走向辉煌。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初心常常被遗忘，正如诗人纪伯伦

在《先知》中说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
么出发。”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在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
时引用的东汉刘祯的诗句：“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
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足以让我们体会到总书记的“初
心”，这就是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夙夜在公的精神状态和
“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责任担当。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
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
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所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
道德法则”，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忠诚与信仰”“性质、宗
旨和本色”，这既是党员干部的共同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
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更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图
为《《
共
产
党
宣
言
》》
中
文
全
译
本
第
二
版
封
面


